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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滩涂围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进展

徐彩瑶１，２，濮励杰１， ２，∗，朱　 明１

１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２ 国土资源部海岸带开发与保护重点实验室，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要：沿海滩涂湿地生态系统，典型的生态脆弱区，既是地球表面最为活跃的自然区域，又承载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其生态环

境面临着巨大压力。 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推动下，沿海国家大力从海洋中争夺陆地，围填海造地和围垦开发成为许多

沿海地区和国家缓解人地矛盾的主要方法。 在此背景下，对沿海滩涂围垦历史进行简述，从滩涂土壤性质、生物多样性、土地利

用变化及景观格局、生态安全和生态系统服务等 ５ 个方面综述了人类围垦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 随着围垦时间的增加，滩涂土

壤在脱盐过程中累积养分，逐渐熟化，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朝着有利于人类利用的方向变化；植物物种多样性呈不断增加

的总体趋势，且随着生境的变化，陆生昆虫和土壤动物逐渐替代湿地典型的底栖动物和水鸟；土地利用方式从自然状态转变为

以人工方式为主，景观格局表现为破碎化程度升高、多样性降低和优势度上升；从自然景观为主的自然湿地生态系统转为以人

工景观为主的人工陆地生态系统过程中，供给服务的价值是唯一处于增长趋势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但供给服务的价值增加量

小于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的减少量致使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降低，而且滩涂湿地面临着土地资源安全、水资源安全、
生物入侵以及自然灾害加剧等风险。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如何权衡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并实现人与自然共生，是海岸带湿

地生态系统在人类围垦活动中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 因此，未来应以机理研究为基础，以长期定位监测为手段，以综合集成的

研究体系及对策制定为目标，不断深化沿海滩涂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为推动人类围垦活动下沿海滩涂湿地生态系

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沿海滩涂围垦；土壤性质；生物多样性；土地利用变化；生态系统服务；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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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陆海交互作用的过渡地带，是典型的生态交错带和脆弱区，也是人类开发利用强度最高的区域之

一［１⁃２］。 海岸带开发不断干扰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破坏其自然生态环境，土地利用 ／覆被发生着剧烈变化，人
地关系也随之改变。 沿海滩涂的涵义可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上是指潮间带，广义上不仅是指全部潮间带，还
包括潮上带和潮下带可供开发利用的部分［３⁃４］。 目前，沿海滩涂的概念在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但可以明确

的是沿海滩涂湿地是自然滨海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陆健健指出滨海湿地是海平面以下 ６ｍ 至大潮高潮位

之上与外流江河流域相连的微咸水和淡浅水湖泊，沼泽以及相应河段间的区域，分潮上带淡水湿地、潮间带滩

涂湿地、潮下带近海湿地和河口沙洲离岛湿地 ４ 个子系统及若干型［５］。 关道明在《中国滨海湿地》一书中指

出中国滨海湿地分为自然滨海湿地和人工滨海湿地，其中自然滨海湿地包括浅海水域、滩涂、滨海沼泽、河口

水域和河口三角洲，而人工滨海湿地包括养殖水塘、盐田和水库；同时指明，滩涂是指底部基质为岩石、砾石、
沙石、粉砂、淤泥的海滩［６］。 泥滩（潮滩）、砂滩（海滩，俗称沙滩）和岩滩（岩礁滩或碎石滩）都隶属于沿海滩

涂，只是各自的地质构造成分不同；而根据形态变化，我国沿海滩涂湿地一般分为三类：稳定型滩涂、淤涨型滩

涂和侵蚀型滩涂［７］。 目前，对沿海滩涂湿地的开发方式统称为“围填海”，依据海岸带的自然特征，海岸带的

开发活动可分为两大类：围填海造地后开发（非淤涨型海岸）和自然滩涂围垦开发（淤涨型海岸）。 围填海造

地主要是在沿海修筑海堤围割部分海域后人为将水排干（或依靠自然干燥、植被生长）或用泥沙岩土等固体

物质通过填海的方式形成陆地的行为［８］，是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重要方式之一。 世界许多沿海国家或地区

都采取了围填海造地的策略，如荷兰、日本和韩国等［９］；其中，荷兰是围填海造地的典型代表，据统计，荷兰累

计围海造地约 ９０００ｋｍ２，相当于其陆地国土总面积的 １ ／ ４［１０］。 而对于淤涨型海岸，沿海滩涂在河流泥沙作用

下不断向海推进，其面积上动态增长特征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１１］；自然滩涂在围垦和开发后

逐渐转变为水产品养殖、农业、工业、居住等用地，如《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 ［１２］。 围垦工程所引起的生态

环境变化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对沿海滩涂围垦开发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简要梳理，并综述了

人类围垦活动影响下的滩涂湿地土壤性质、生物多样性、土地利用及景观格局、生态系统服务及生态安全的国

内外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进行初步展望，为推动海岸带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１　 沿海滩涂围垦开发的历史及现状

沿海滩涂围垦活动历史悠久，影响巨大，世界上许多沿海国家与地区都已开展（图 １）。 从 １３ 世纪开始，
荷兰的土地面积因海水侵蚀减少了 ５６００ｋｍ２；分别于 １９３２ 年和 １９８２ 年建成的须德海工程和三角洲工程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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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洪水灾害和推动经济发展为长远目标［１３］；荷兰的海岸带开发从最初的建立堤坝来保护沿海居民免受高

潮和洪水危害到 ２１ 世纪的退滩还水以保护海岸带生态环境的模式，其总体目的是保障生存安全。 同时，韩国

和日本也在海岸带地区进行着大量的开发活动。 韩国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农业为主的大规模围垦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控制和缩减围垦规模的变化过程［１４］，于 １９９１ 年启动、２００６ 年建成的新万金工程计划便是其最具

代表性的工程之一［１５］。 日本的海岸带开发最早始于 １１ 世纪，经历了以农业为导向的围海造田到以工业开发

为主的填海建厂的大规模开发阶段，再到以第三产业为主的限制开发阶段［１４］，工业化发展和人口增长是其主

要驱动因素。 美国进行海岸带开发的驱动力主要是城市化发展［１６］，由于其人口主要聚集在沿海区域，随着沿

海城市发展迅速，海岸带开发较为明显。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中国的人地矛盾日益突出；而沿海滩涂围垦工程

的实施是东部沿海地区缓解人地矛盾的主要方式之一（图 ２）。 中国拥有近 １８×１０３ｋｍ 的大陆海岸线和 １４×
１０３ｋｍ 的岛屿岸线，其中，淤泥质海岸岸线全长超过 ４×１０３ｋｍ，约占全国大陆海岸线总长的 １ ／ ４，沿岸拥有近

２０×１０３ｋｍ２的潮滩湿地［２０］。 １９８５ 至 ２０１０ 年间，我国海岸带地区围垦海岸带湿地超过 ７５００ｋｍ２ ［２１］。 按照行政

单元来看，中国沿海地区有 ９ 个省份（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和台湾），一个直辖市（天
津），一个自治区（广西）以及两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和澳门），其中，围垦强度较大的地区有江苏、浙江以及环

渤海区域［２１⁃２２］。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围海造地面积已达 １．３×１０５ｋｍ２ ［２３］。 １９４９ 年以来，直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围垦主要以盐田扩张的形式进行，如河北、天津的长芦盐场和海南的莺歌海盐场；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中期到 ７０ 年代，围垦工程主要为农业发展服务，如上海、江苏和福建；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后期，以水

产养殖为主进行的滩涂开发；２１ 世纪初期以来，大范围的土地开垦以促进地区快速经济发展，新增土地主要

用于城市化、工业化及港口建设，如天津滨海新区、河北曹妃甸新区和上海南汇东滩垦区［１９］。 根据预测，２０５０
年前，有可能再造 １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ｋｍ２土地的生存空间［２４］。

２　 围垦活动影响下沿海滩涂土壤性质变化

沿海滩涂土壤是由含有一定量有机和无机养分的滨海相母质在周期性的湿润条件下经过缓慢而复杂的

生物循环、物质还原以及微弱淋溶等过程发育而成［２５］。 大部分自然滩涂经围垦开发后成为水产养殖、农业用

地和建设用地等，其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均会发生变化。 目前，围垦活动下滩涂土壤性质的变化以及质量演

变过程已被众多学者分析和探讨。
土壤物理性质主要包括土壤结构性、孔性、力学性质和耕性，各种性质和过程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现有

研究中，沿海围垦活动对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较常用的指标有土壤质地（颗粒组成：砂粒、粉粒和粘粒含量）、
土壤结构（土壤颗粒的排列与组合形式，如，团粒结构）、土壤容重（田间自然状态下单位容积土体的质量，含
土粒和孔隙）和土壤水分含量等。 围垦滩涂大多数属于粉砂淤泥质，故随着围垦年限的增加，滩涂土壤中砂

粒减少而粉粒、粘粒增加。 陈影影等对江苏东台滩涂围垦区的研究表明，随着围垦时间的增加，经过淋洗和耕

种，土壤不断熟化，细粒组份含量不断增加［２６］；张濛等在江苏如东围垦区的研究表明，在 ６０ａ 的围垦过程中，
不同人类干扰强度下，土壤粒径分布均表现出在脱盐过程中随围垦年限增加而砂粒减少、粉粒和粘粒增加的

过程，脱盐后砂粒的年均下降率可达 ０．７２％［２７］；Ｓｕｎ 等的研究显示土壤颗粒组成在围垦后 ３０ａ 趋于稳定［２８］。
现有研究中，围垦活动对滩涂土壤团聚体的研究较少；李建国研究江苏如东围垦区滩涂土壤团聚体得出，随着

围垦时间的增加，＜５３μｍ 和＞２５０μｍ 团聚体呈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而 ５３—２５０μｍ 团聚体则呈先增加后减少

的趋势［２９］。 围垦后滩涂土壤含水量呈现下降的趋势而容重呈增加的趋势，含水量的降低主要是受围垦后高

程增加导致地下水位降低的影响。 Ｓｕｎ 等的研究证实长江口奉贤垦区土壤含水量遵循这一规律，且在围垦后

３０ａ 达到稳定状态［２８］；分析珠江口围垦 １００ａ 来土壤性质变化发现随着围垦年限的增加，含水量逐渐降低，０—
６０ｃｍ 土壤容重均值由 ０．７４ｇ ／ ｃｍ３增加到 １．０６ｇ ／ ｃｍ３ ［３０］。 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能显著影响土壤物理性质。 周

学峰等的研究表明，不同土地利用方式能显著影响表层土壤（０—２０ｃｍ）的颗粒组成，对深层土壤的影响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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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已开展沿海围垦活动的国家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Ａ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该图中沿海围垦国家分布情况是通过 ＩＳＩ Ｗｅｂ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平台获取：选择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Ｍ 核心合集，检索主题为“ ｃｏａｓｔａｌ” 并包含

“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共得到 ５４５ 篇文献；导出文献后，通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分析研究分布的国家，共得到 ６４ 个国家；同时也

获取到每个国家在所有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图 １ 中以柱状图表示），以此表征近 １０ 年来各个国家对沿海围垦活动的研究热度。 该方法所得

结果只作为参考，并不是精确描述

著；表层土壤粘粒（＜４μｍ）和细粉砂（４—１６μｍ）含量差异明显，表现为稻田＞菜地＞林地［３１］。
土壤化学性质主要包括土壤胶体，土壤溶液的化学反应（酸碱反应和氧化还原反应等），以及土壤元素

（碳、氮、磷、硫、钾和微量元素等）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等，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目前，滩涂土壤化

学性质变化研究主要分析土壤 ｐＨ，电导率和盐分，养分（碳、氮、磷和钾等）循环以及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的含

量变化等。 一般而言，滩涂盐土在农作物残体、有机肥的添加以及人为耕作管理的影响下，随着围垦时间的增

加，总体趋势表现为盐分下降，ｐＨ 值降低，养分增加。 如，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等分析西班牙北部的比斯开湾自然湿地

和围垦区湿地土壤性质发现，围垦后土壤 ｐＨ 值以及碳酸盐和可交换性钙的含量下降，而有机质和铁含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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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国沿海围垦历史及现状［１７⁃１９］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加［３２］；张晶等借助时空替代法对江苏南通如东围垦后 ６０ａ 来表层土壤性质进行分析表明，随着围垦年限的增

加（０—６０ａ），土壤 ｐＨ 由 ８．０２ 降为 ７．６８，有机质、碱解氮和速效磷分别从 ４．６０ｇ ／ ｋｇ、１９．０１ｍｇ ／ ｋｇ 和 ９．５７ｍｇ ／ ｋｇ
增至 ９．２４ｇ ／ ｋｇ、４９．６１ｍｇ ／ ｋｇ 和 １０．４２ｍｇ ／ ｋｇ，而速效钾由 ３９３．１３ｍｇ ／ ｋｇ 降至 １５１．１８ｍｇ ／ ｋｇ，且围垦后 １０ 年是 ｐＨ
和养分变化的转折点［３３］，Ｘｕ 等在该地区的分析表明围垦后土壤盐分逐渐下降，表层土壤盐分由约 ４０ｄＳ ／ ｍ 减

少至约 ２ｄＳ ／ ｍ，且在围垦后 ３０ａ 趋于稳定［３４］，而王琪琪等借助土壤质量综合指数评价该地区土壤质量发现围

垦 ６０ａ 来土壤质量随围垦时间变化轨迹为急剧提高（１０ａ）—相对稳定（１０—３０ａ）—持续提高（４０—６０ａ） ［３５］；
张濛等在江苏盐城东台滩涂围垦区的研究显示 ５８ａ 的人类耕作活动使得滩涂土壤电导率（ＥＣ１∶５）从 ５．２９ｄＳ ／ ｍ
降至 ０．１１ｄＳ ／ ｍ，ｐＨ１ ：２．５由 ８．７６ 减少到 ７．９３，而土壤有机质、全氮和碱解氮则由 ２．６４ｇ ／ ｋｇ、０．１５ｇ ／ ｋｇ 和 １５．９１ｍｇ ／
ｋｇ 增至 １３．７２ｇ ／ ｋｇ、１．１２ｇ ／ ｋｇ 和 ４８．９６ｍｇ ／ ｋｇ，速效钾从 ３４２．４５ｍｇ ／ ｋｇ 降至 １１９．６５ｍｇ ／ ｋｇ［３６］。 其中，土壤养分在

总体增加的趋势下可能会存在细微的波动，例如，Ｉｏｓｔ 等和吴明等对杭州湾滨海湿地分析发现有机碳在围垦

后 ５—２０ａ 内先减少然后逐渐增加［３７⁃３８］；周学峰对崇明东滩围垦区土壤的分析发现 ０—２０ｃｍ 土壤有机碳含量

在围垦后 ９ａ 内由 ０．５６４％降至 ０．３３％，随后开始上升，到围垦年限为 ３８ａ 时增加至 ０．５２９％［３９］。 此外，土地利

用方式的不同也会导致土壤化学性质的差异。 滩涂垦区主要限制因子———土壤盐分的变化趋势受土地利用

方式的影响较大：Ｌｉ 等研究发现开发为养殖水塘的土壤盐分比自然滩涂和建设用地、林地、耕地等其他用地

类型要高［４０］，但 Ｘｕ 等研究得出开发为耕地的土壤电导率高于养殖水塘，又指出土壤脱盐作用在围垦后 ３０ａ
达到平衡［３４］，然而 Ｓｕｎ 等发现盐分在围垦后 ４９—１０９ａ 内出现上升的变化趋势［２８］。 此外，滩涂经围垦开发后

养分含量的多少也与土地利用方式有关：周学峰研究得出围垦后成为稻田、菜地和林地的 ０—２０ｃｍ 土壤有机

碳含量分别为 ０．５４６％、０．４４３％和 ０．３０７％［３９］；Ｌｉ 等的研究表明农业用地的有机质（４．７％）、硝态氮（２８ｍｇ ／ ｋｇ）
以及有效磷（４７ｍｇ ／ ｋｇ）含量要高于养殖水塘、林地、果园和建设用地等［４０］，主要原因是由于农业活动不断的

施肥；但也有研究指出土壤全磷含量不因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壤深度发生变化［４１］。
土壤酶活性和土壤呼吸是反映土壤生物性状的重要指标，均与土壤微生物、动物和植物有关，也都能指示

土壤质量的变化［４２⁃４３］。 研究表明，在长江口湿地的研究得出，筑坝促淤等人类活动导致干扰强度升高使得滩

涂土壤呼吸加大［４４］；对江苏如东围垦区分析发现，围垦后土壤脲酶、酸性磷酸酶和碱性磷酸酶的活性随围垦

时间显著提高［３５］。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滩涂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数量受到影响：张士萍的研究得出种植果

蔬的土壤微生物数量和土壤脲酶、碱性磷酸酶和转化酶活性比种植水稻和鱼塘要高［４５］。 此外，土壤微生物生

物量反映微生物在土壤中的实际含量和作用潜力，也代表着土壤养分的活性部分，主要有微生物量碳、微生物

量氮、微生物量磷和微生物量硫等，常被用于评价土壤质量的生物学性状。 张容娟等分析上海崇明岛滩涂围

垦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表明，由于表层土壤的秸秆和肥料的投入较高，水作农田的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最高，林地和旱作期农田土壤相对较低，而撂荒地或裸地最低［４６］；目前，系统地分析围垦

活动对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的影响的研究较少。
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性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滩涂土壤的理化性质和生物特性因围垦后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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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不同导致人类活动强度、管理方式等的差异而发生变化。 总体而言，围垦活动下沿海滩涂土壤在围垦后

３０ 年左右趋于稳定，如，长江口奉贤段围垦区土壤理化性质在围垦后 ３０ 年达到稳定状态［２８］；围垦期限超过

３０ 年后，江苏如东县滩涂区土壤氮转化速率指标（总矿化率、净矿化率、总硝化率、净硝化率、铵态氮同化率、
硝态氮同化率）渐趋稳定［４７］，该地区农业用地的土壤质量在围垦后 ３０ 年趋于稳定［３５］。

３　 沿海滩涂围垦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是指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具体来说是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区所有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
物种及其遗传变异和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总称［４８］。 在人类活动干扰强度不断增加且围垦堤坝阻断了海水进入

的背景下，滩涂湿地原有的自然、湿地生态系统逐步转变为人工、陆地生态系统。 已有研究分析围垦活动对沿

海滩涂湿地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主要从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三方面进行展开。
一般来说，随着围垦时间的增加，滩涂围垦区植物物种多样性呈现不断增加的总体趋势。 沿海滩涂围垦

区植被调查结果表明，江苏东台滩涂新围垦区（围垦年份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内主要优势物种是互花米草和盐

地碱蓬［４９］；杭州湾南岸新围垦区内植物以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以及一些盐碱地特有植物种

类为主，仅出现旱柳（Ｓａｌｉｘ ｍａｔｓｕｄａｎａ）和柽柳（Ｔａｍａｒｉ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２ 种木本植物且个体较小（树高＜５ｍ），呈现

以占群落总数 ８０％的灌丛植物群落为主，辅以少量草本群落为特征的分布格局，缺少自然森林植被［５０］。 多数

研究基于“以空间代时间（时空替代法）”调查不同围垦年限围垦区内自然植被群落以揭示沿海滩涂湿地生态

系统在围垦活动影响下自然植被的演替过程，结果表明，杭州湾海岸带（长江口）奉贤围垦区调查的 ６７ 个样

方中总共发现 ５０ 个物种，分属 ２０ 科 ５０ 属，其中禾本科和菊科占全部种数的 ４６％，还有豆科、莎草科、蓼科、苋
科、茄科等，且物种丰富度指数和物种多样性指数随着土地利用程度的升高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物种

生态优势度指数则呈下降趋势［５１］；崇明东滩围垦区内共出现 ４９ 种草本植物，涉及 ２０ 科 ４５ 属，其中菊科和禾

本科约占全部种数的 ４５％，还包括豆科、藜科、大戟科、蓼科、苋科和旋花科等，且草本植物物种多样性在围垦

年限 ５０ａ 左右时达到最大值，随后出现小幅下降［５２］；慎佳泓等调查乐清湾和杭州湾滩涂垦区的海陆样带发现

在新围垦区，植物种类多集中于互花米草、芦苇、碱菀、盐地碱蓬、钻形紫菀、海三棱藨草等少数物种，其中以互

花米草和芦苇的优势度为最大；随着围垦时间的推移，一年蓬（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ａｎｎｕｕｓ）、苦苣菜（Ｓｏｎｃｈｕｓ ｏｌｅｒａｃｅｕｓ）等
菊科以及狗尾草（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狗牙根（Ｃｙｎｏｄｏｎ ｄａｃｔｙｌｏｎ）、画眉草（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ｐｉｌｏｓａ）等禾本科的比例逐渐增

加；围垦后 ３０ａ 因人工栽培出现萝卜（Ｒａｐｈａｎｕ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以及木麻黄（Ｃａｓｕａｒｉｎａ ｅｑｕｉｓｅｔｉｆｏｌｉａ）、桉树（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ｓｐ．）、水杉（Ｍｅｔａｓｅｑｕｏｉａ 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ｏｉｄｅｓ）等乔木，植物群落的种类更加丰富［５３］。 由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在人类

围垦活动的干扰下，沿海滩涂湿地生态系统主要群落的变化是从适宜滩涂生长的沼生盐生植被群落，演替为

以菊科和禾本科为主的陆生灌草群落，进而逐渐出现由高大乔木组成的复杂植被群落，植被群落的组成完全

改变且物种多样性先降低后增加。 研究表明，土壤因子是影响植物群落组成及物种多样性的重要外因，而土

壤的水盐特征是滩涂围垦区影响植被分布的重要限制因子［５１， ５４］，而土地利用方式和围垦时间亦能通过改变

土壤性质进而对植被群落分布产生重要影响［５５］。 此外，外来物种的引进也严重影响了滩涂湿地生态系统的

生物多样性［５６⁃５８］。
围垦活动使得沿海滩涂湿地生态系统向陆地生态系统转变，依赖于生境条件的动物群落组成和多样性也

因此而改变。 目前，沿海滩涂湿地研究较多的动物主要分为两大类：底栖动物和水鸟。 底栖动物是湿地生态

系统的次级生产者，调节食物网中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既可作为捕食者，摄食浮游生物、植物、碎屑等，又可

作为被捕食者，为鸟类等高营养级动物提供食物。 现有研究表明，自然滩涂的底栖动物以节肢动物、软体动物

和环节动物为主：张崇良等在胶州湾潮间带调查大型底栖动物共得到 ９５ 种，其中多毛类（环节动物）３１ 种，甲
壳类（节肢动物）２０ 种，软体类（软体动物）３３ 种，占全部物种数的 ８８．４２％［５９］；浙江灵昆岛东滩湿地［６０］和珠江

口伶仃洋西海岸［６１］的调查结果也较为一致。 研究还表明，滩涂围垦区内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分化程度降低，
底栖动物群落种类显著减少，群落组成发生变化：韩国新万金工程（Ｓａｅｍａｎｇｅｕ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引起底栖生物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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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消失［５５， ６２］；日本谏早湾的软体动物双壳类和腹足类在围垦活动的干扰下不断减少［６３］；袁兴中等在长江

口南岸进行对比调查发现围垦后甲壳动物种类明显减少，随着围垦时间延长，环节动物多毛类种类减少，直到

最后消失，而软体动物和昆虫幼虫种类所占比例则明显增加，分别从占总种数的 ２９． ４１％、５． ８９％增加到

５０．００％和 ２５．００％［６４］；黄少峰等在珠江口伶仃洋西海岸进行比较调查得出，自然滩涂的底栖动物种类数显著

高于围垦滩涂（Ｐ＝ ０．０００２） ［６１］；胡知渊等在浙江灵昆岛东滩湿地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果［６０］。 围垦对底栖动

物群落结构及多样性的影响是通过改变潮滩湿地生境中的多种环境因子造成的，如高程、水动力、沉积物特性

等的改变［６５］，滩途围垦后水文条件的变化是影响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重要因素之一。 围垦使得底栖动物群

落结构发生变化，而以底栖动物为食的水鸟群落也相应地受到影响。 杨月伟等于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 和 ２００３ 年调查

浙江乐清湾水鸟分布及多样性特征显示，鸟类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均呈下降趋势，并指出这可能与围垦

等人为干扰因素有关［６６］；张斌等在长江口南汇东滩研究围垦后生境变化对水鸟群落结构的影响得到自然滩

涂的减少是鸻鹬类数量下降的主要因素，而大型水产养殖塘和芦苇的增加使得雁鸭类和鹭类数量增多［６７］；赵
平等调查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的越冬水鸟发现鱼塘⁃芦苇湿地区拥有最大的越冬水鸟物种多样性和个体多

度，低潮盐藻光滩带次之，而海三棱草带和堤外芦苇带较低［６８］；有研究分析得出，裸露浅滩面积、水域面积、植
被密度等因素也是鸟类分布的影响因素：对上海南汇东滩冬季雁鸭类群落和春季鸻鹬类的调查表明，雁鸭类

种类、密度与明水面面积显著正相关，与植被面积和植被盖度显著负相关，鸻鹬类种类、密度均与裸露浅滩面

积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在崇明东滩得到印证［６９］。
土壤微生物对动植物的生长发育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参与几乎所有的土壤过程。 已有研究表明，上海崇

明岛土壤微生物含量在围垦后 １６ａ 内下降，随后逐步上升，且不同围垦年限土壤微生物含量与土壤总氮、粘土

含量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７０］；Ｃｕｉ 等对江苏东台围垦区的研究显示土壤丛枝菌根的群落结构和多样性（香农

多样性指数，物种丰富度和优势度）随着围垦年限的增加土壤 ＥＣ 降低和 ＮＯ－
３ ⁃Ｎ 上升呈下降趋势，而 Ａｌａｔａｌｏ

均匀度指数随着 ｐＨ 的下降而呈上升趋势［７１］。 有研究揭示土地利用方式以及围垦时间是土壤细菌、真菌群落

结构及多样性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且真菌对围垦时间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响应更为敏感［７２］。 目前，沿海滩涂

围垦活动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及物种多样性的研究较少，该方向是今后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领域之一，也将为

深刻理解人类围垦活动下沿海滩涂湿地生态系统演变机制提供重要支持。

４　 沿海滩涂围垦活动对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的影响

在人类围垦活动的作用下，海岸线已由人工岸线逐步代替自然岸线，据统计，中国大陆人工岸线的长度由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初期的 ０．３３×１０４ｋｍ（１８．３０％）上升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３２×１０４ｋｍ（６７．１％），自然岸线则由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初期的 １．４８×１０４ｋｍ（８１．７％）下降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０．６５×１０４ｋｍ（３２．９％） ［７３］。 沿海滩涂的土地利用方式也

由以自然状态（滩涂、苇草地、灌草地和林草地等）为主逐渐转化为以人工方式（旱田、水田、养殖水塘、河库沟

渠、农村建设用地、城镇建设用地等）为主［７４⁃７９］，且转变速度在不断加快［８０］。 已有研究表明，沿海滩涂围垦后

景观的斑块数量增多，斑块形状更加简单、规则，分维数下降，破碎化程度升高，景观多样性降低，优势度上升。
张绪良等对莱州湾南岸滨海湿地的景观格局分析发现，围垦活动影响下自然湿地逐渐转化为养殖水塘、盐田

等人工湿地，景观多样性指数下降、斑块破碎化指数升高［８１］，这一结论在珠江口［７８］、长江口［８２］、江苏盐城海

岸带［８３⁃８４］、天津滨海新区湿地［８４⁃８５］和闽东滨海湿地［８６］等的研究中也得到体现。 沿海滩涂湿地景观格局变化

的驱动因子主要分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研究发现人类活动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是其主要原因，而人口增

长和经济发展则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推动力，如江苏盐城海岸带［８７］、天津滨海新区湿地［８５］、珠江河口区湿

地［８８］。 有学者通过对长江口奉贤段围垦区海岸带景观动态变化驱动力分析发现小尺度内人为因素对滩涂景

观变动的贡献率达到 ５７．１％［８９］。 此外，有研究表明，沿海滩涂湿地的土地利用强度在围垦初期急剧上升，一
定时间（３０—４０ａ）后达到稳定状态：孙永光等在长江口南汇围垦区的研究得出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呈上升趋

势并在围垦后 ３５—４０ａ 达到稳定态；许艳等以江苏省如东围垦区为研究区发现土地利用强度以及土地利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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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指数在围垦后 ３０ａ 达到最高［９０］。

５　 围垦活动影响下沿海滩涂生态安全状况

目前，生态安全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广义的生态安全是指在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

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次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

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 组成一个复合人工生态安全系统；狭义的生态安全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

安全，即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的整体水平反映［９１］。 生态安全的研究主要关注生态脆弱区，现已成为生态

学、地学和资源与环境科学等领域的重要课题。 关于其研究内容，肖笃宁等指出生态安全研究包括生态系统

健康诊断、区域生态风险分析、景观安全格局、生态安全监测与预警以及生态安全管理、保障等方面［９１］；彭少

麟等阐释其主要包括环境资源安全、生物与生态系统安全和自然与社会生态安全［９２］。 综上所述，生态安全的

研究包含客观性分析与主观性评价两个层面：一是对生态系统质量与活力的客观分析，即气候、水、空气、土壤

等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二是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与人类生存环境辨识的角度来分析与评价自然

和半自然生态系统，也就是人类在生产、生活和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如，
饮用水与食物安全、空气质量与绿色环境等基本要素。

围垦活动影响下沿海滩涂的生态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生态环境质量（如，土地资源安全、水资源安全）、
生态系统健康（如，生物入侵造成生态系统失衡）以及人类生存环境的保障（如，自然、地质灾害加剧使得当地

居民利益受损）等方面。 土地资源安全主要指来自砷、重金属（如，锌 Ｚｎ、镍 Ｎｉ、铬 Ｃｒ、铜 Ｃｕ、铅 Ｐｂ 和镉 Ｃｄ
等）或有机物（如，多氯联苯 ＰＣＢｓ、多环芳烃 ＰＡＨｓ 等）等造成的土壤污染。 围垦造成的滩涂湿地生态系统愈

发脆弱和敏感，滩涂所受砷、重金属及有机污染物的风险也大增。 虽然部分滩涂垦区的重金属环境质量良好，
但随着人类活动干扰，生态风险水平有逐步增加的趋势：吕建树分析了整个江苏海岸带的重金属环境得出，江
苏海岸带土壤重金属环境质量较好，基本能保证农业生产和人体健康，处于轻微生态风险水平，而 Ｃｄ 和 Ｈｇ
是江苏海岸带土壤污染程度最高的两种元素，均处于中等生态风险水平［９３］；姚荣江等对江苏东台滩涂围垦区

重金属分析得出该地区不存在土壤重金属明显超标的现象，但重金属引起的潜在生态风险及污染水平总体趋

势为工业园区＞居民区＞农田＞围垦滩涂［９４］；珠江口湿地在人类开发活动下已受到 Ｃｄ（２．７９—４．６５ｍｇ ／ ｋｇ）、Ｚｎ
（２３９．４—３４５．７ｍｇ ／ ｋｇ）和 Ｎｉ（２４．８—１２２．１ｍｇ ／ ｋｇ）的污染［９５］；黑海［９６］、渤海和黄海［９７］、莱州湾附近海域及长江

口和杭州湾海域［９８］以及北部湾［９９］等沿海区域也已被证实受重金属污染；王晓辉等研究得出养殖水塘因围垦

后环境较为稳定，故养殖水塘重金属风险较低［１００］。 此外，Ｚｈａｏ 等通过时空替代法分析珠江口湿地发现围垦

后 １００ 年来土壤 ＰＣＢｓ 含量发现随着围垦时间的增加 ＰＣＢｓ 含量升高［１０１］，Ｘｉａｏ 等对珠江口湿地的研究发现

ＰＡＨｓ 含量在人类围垦活动下有所升高，且工业区＞码头区＞农田＞水闸区＞自然湿地［１０２］。 由上可见，工业发

展和城镇化建设是土壤重金属、有机物污染风险升高的主要驱动力，强烈的人类活动加速了土壤重金属和有

机物的累积；因此，围垦活动下的土地资源安全应予以重视。 水资源安全主要是指水体富营养化问题；陆源氮

磷输入是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的主因，而生产生活污水排放、养殖水域养分流失、农业活动等是氮磷输入的主要

来源。 已有研究表明，韩国新万金工程的实施导致当地水体缺氧、水资源质量恶化，连续引发赤潮［１０３］；Ｓｔｒｏｋａｌ
等分析了中国各大海域（渤海湾、黄海和南海）富营养化潜在风险得出至 ２０５０ 年氮磷输入量仍将增加 ３０％—
２００％，而污水处理、农业管理可能是减轻风险的有效途径［１０４］。 生物入侵不仅能完全改变生态系统的结构和

功能，而且能深刻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及健康，甚至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目前，大米草和互花米草被认为

是沿海滩涂主要且关注较多的入侵物种，最初因保滩护岸、促淤造陆等目的而人为引进，但研究显示可能对被

入侵地的自然环境、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乃至经济生活带来一系列影响，如，侵占大片滩涂进而取代土著植

物、影响海水交换能力致使水体富营养化、因改变底栖动物和水鸟的栖息地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生长迅速且

根系发达使得航道堵塞、开发利用价值低造成经济损失等危害［１０５⁃１０７］。 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沿海滩涂湿

地生态系统遭受因海平面上升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海啸、风暴潮等），而高强度人类活动使得围垦滩涂湿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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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失衡、抵抗力下降，更易引发生态、地质灾害。 研究表明，韩国新万金工程使得海岸侵蚀加剧，生态灾害

频发，湿地生态系统自身健康受损［１０３］；江苏连云港海岸带湿地生态适宜性评价显示，７０．３８％的海岸线生态环

境处于不适宜状态，这一结果也通过分析污染物含量和水体质量得到验证［１０８］；Ｌｏｔｚｅ 等总结分析了人类活动

对河口、海岸带等湿地的影响发现，超过 ９０％的重要物种和高达 ６５％的海草以及湿地栖息地被毁坏，水体质

量退化，外来物种入侵加速［１０９］。
此外，学者们利用模型进行生态系统整体的生态安全评价，其中压力⁃状态⁃响应（ＰＳＲ）模型是较典型的

方法。 研究表明，围垦活动使得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安全状况逐步恶化，如，钦州湾滨海湿地［１１０］、江苏南通

沿海滩涂湿地［１１１］和广西近海生态系统［１１２⁃１１３］。 还有研究者借助景观生态学理论和景观指数法来评价景观生

态安全得出，随着围垦时间的增加，生态系统由滩涂湿地生态系统转向陆地生态系统，景观生态安全指数在波

动中逐渐升高，生态系统重新达到稳定状态；而沿海滩涂的景观生态安全状况于围垦后 ３４—３７ 年达到一个新

的平衡状态［１１４⁃１１５］。

６　 围垦活动对滩涂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

用［１１６］。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Ａ）制定的生态系统服务分类体系是目前使用

较广泛的框架之一，主要分为四大类：供给服务（供给食物、纤维、燃料、生物化学品等）、调节服务（调节气候、
水文，净化水和废弃物处理，调控自然灾害，授粉等）、文化服务（休闲娱乐，美学，教育等）和支持服务（土壤形

成和养分循环，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栖息地等） ［１１７］。 土地利用变化是生态系统服务损失的主要驱动力，围
垦活动改变着滩涂湿地景观及土地利用类型，进而影响其所能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１１８］。 ＭＡ 在报告中也指

出，未开垦的湿地的总经济价值往往大于已开垦的湿地的总经济价值［１１７］。 多数研究表明，围垦活动造成沿

海滩涂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的净损失，且损失量随着围垦强度的加大而升高。 如，江苏省沿海围垦区

（包括连云港、盐城、南通）在 １９８０ 年到 ２０１０ 年间因土地利用变化生态系统总价值损失约 ４３．２０ 百万 ＵＳ ＄ ／
ａ［１１９］；１９９０ 至 ２０００ 年间，因 ７１％的滩涂湿地在人类活动下遭到破坏进而消失，上海的崇明东滩总价值减少了

６２％（３１６．７７ 百万 ＵＳ ＄ ／ ａ 降为 １２０．４０ 百万 ＵＳ ＄ ／ ａ） ［１２０］；Ｗａｎｇ 等对厦门同安湾围垦计划进行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估算发现，围垦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都将受损，且损失量随着围垦规模的增大而增加［１２１］。 不同生态系

统服务的价值变化可以概括为供给服务的增加量小于其他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的减少量，
这一点在杭州湾南岸湿地［１２２］已被证实；而 Ｘｕ 等对江苏中部沿海围垦区 １９７７—２０１４ 年各项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的分析也表明，供给服务（粮食生产）是所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唯一增长型（绝对值和相对值均升高）的
服务功能［１１５］，但该区域生态系统总价值仍处于降低的趋势。 现有围垦活动多出于缓解人地矛盾、增加耕地

资源的目的，自然湿地和栖息地逐渐减少，支持服务随之降低。 研究表明，韩国新万金围垦区的调查发现，水
鸟适宜生存的栖息地面积和质量大大减少和降低［１２３］；对天津沿海湿地和莱州湾滩涂湿地的分析显示，沿海

围垦活动损害水生生境和底栖生境的健康状况，且底栖生境受损更加严重［１２４］。 此外，研究表明，江苏滩涂湿

地生态系统在围垦后 ３９ 年左右进入以人工生态系统为主的新平衡，实现自然—人工生态系统的转换，转换之

后的人工生态系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要低于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１１５］。

７　 研究展望

沿海滩涂湿地生态系统，典型的生态脆弱区，既是地球表面最为活跃的自然区域，又承载着人类的生存与

发展，其生态环境面临着巨大压力。 在全球变化的背景下，沿海滩涂湿地的脆弱性及人类活动干扰强度的增

大使得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趋于持续、复杂、多元、综合化，已有研究分析了围垦活动对沿海滩涂湿地生

态系统许多方面的影响（图 ３），但缺乏统一的研究框架，而且单独分析某一问题也已无法适应现实需要。 基

于此，笔者认为有以下 ３ 个方面应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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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人类围垦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研究框架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７．１　 人类围垦活动生态环境影响机理性研究

人类围垦活动对沿海滩涂生态系统的环境影响研究已从各方面内容（如，土壤性质、生物多样性、土地利

用变化与景观格局、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安全等）进行展开和探讨，但多数是基于数据分析的趋势变化，缺乏

深度剖析成因和机理性的表达。 例如，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生态系统的结构与过程有关，依赖于具体的生

态系统，而且受不同区域的地理、生态、气候等条件的影响。 然而，目前我国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大多数是建

立在相对不完全的生态系统研究基础上，没有对生态系统的结构、生态过程与服务功能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机

理性分析。 此外，人类围垦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涉及图 ３ 中的各个方面，且各方面之间也存在交互作用，现有

研究中的交互作用分析较少。 已有研究中，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研究已为许多学者所探讨，如，生物

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１２５⁃１２６］，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稳定性［１２７］，生态安全与生态系统服务［１２８］，其理论

与相应的研究成果也较成熟，但对于人类围垦活动下沿海滩涂生态系统的相关研究较少。 同时，生态系统服

务之间的权衡（ｔｒａｄｅ⁃ｏｆｆ）与协同（ｓｙｎｅｒｇｙ）关系是未来的研究趋势和重点［１２９⁃１３１］，也是深刻剖析围垦活动对滩

涂湿地生态系统影响的重要途径。 此外，如何较好地刻画围垦活动下生态系统本身的自然特点和社会经济特

征变化以及自然⁃人文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也是保护沿海滩涂资源的基础性工作之一。
７．２　 全球变化背景下沿海围垦区的长期定位观测与实验

围垦活动下的海岸带经历着从滩涂湿地生态系统向人工陆地生态系统的转变过程，自身的生态敏感性和

脆弱性使得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更加剧烈。 现有研究多采用“以空间代时间”的方法来研究生态过程的

动态变化，而成土母质、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差异导致该方法只能得到大致的规律，无法精确描述。 在全球气候

变化的背景下，长时间序列的数据对于理解生态过程和进行生态管理至关重要，这便要依靠长期定位监测才

能获得。 长期定位观测是通过在典型自然或人工生态系统地段建立长期定位观测设施，对生态系统的组成、
结构、功能及其生态过程进行长期监测，以阐明生态系统发生、发展、演替的内在规律和变化机制［１３２］。 因此，

７５１１　 ３ 期 　 　 　 徐彩瑶　 等：沿海滩涂围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进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长期定位观测能为长时间尺度研究提供数据支持，有利于系统地了解和掌握全球气候变化下滩涂围垦区的生

态环境变化。 全球许多国家与国际组织都已建立了长期定位观测网络，如，美国［１３３］、澳大利亚［１３４］、加拿大、
英国、德国、瑞士以及联合国［１３２］。 我国也已经建立了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网络（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ＦＥＲＮ）和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ＥＲＮ），在全国范

围内建立站台，并提供数据服务（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ｅｒｎ．ｏｒｇ．ｃｎ ／ ）。 根据网站数据提供情况，分布在沿海区域的站

台只有胶州湾站和大亚湾站（海湾生态站），用来监测海湾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而对于沿海滩涂围垦区的监

测尚未开展。
７．３　 构建区域集成的研究框架，全面系统地分析围垦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

围垦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研究将会是格局⁃过程耦合、人⁃自然耦合的综合研究［１３５⁃１３７］，同时也将是跨区域

的集成研究。 滩涂资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沿海开发的不断加强和沿海围垦活动的逐步实施［１３８］，由人

类围垦活动所引起的生物入侵、生境破坏等问题也已不再仅仅停留在某一区域，人类围垦活动的外部性（溢
出效应）研究便是不同地区之间的综合集成研究。 目前，沿海滩涂围垦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研究多数局限在

所要研究的区域，欠缺考虑其他区域与研究区之间交互作用的分析和定量评估。 远程耦合研究框架

（Ｔｅｌ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是值得借鉴的方法之一，其旨在以人与自然耦合系统为研究单元，通过分析远距离

的两个或多个人⁃自然耦合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从而更好地揭示不同地区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１３６， １３９⁃１４１］。
目前，远程耦合研究框架已逐渐运用到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等各个研究领域，如，生态系统服务［１４２］，自然保护

区［１４３］，土地利用与土地变化［１４４］，国际土地交易和物种入侵［１４４］ 等。 该方法通过逐一分析研究框架中五大组

成成分（耦合系统，流，原因、代理和影响），描述远程耦合系统之间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动，以全局的角度分析

问题，从而达到单一系统研究视角所无法获得的效果。 远程耦合框架提供了一个更加广泛的分析方法，它从

跨地区到全球各个层面对影响可持续性的远距离社会经济和环境相互作用进行综合研究［１４１］。 笔者认为，该
框架为区域集成研究提供了思路，整体和全局的研究视角也将给沿海滩涂围垦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研究带来

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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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 　 Ｃａｒｔｅｒ Ｎ Ｈ， Ｖｉñａ Ａ， Ｈｕｌｌ Ｖ， 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 Ｗ Ｊ， Ａｘｉｎｎ Ｗ， Ｇｈｉｍｉｒｅ Ｄ， Ｌｉｕ Ｊ Ｇ．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４， １９（３）： ４３．
［１４４］ 　 Ｌｉｕ Ｊ Ｇ， Ｈｕｌｌ Ｖ， Ｍｏｒａｎ Ｅ， Ｎａｇｅｎｄｒａ Ｈ， Ｓｗａｆｆｉｅｌｄ Ｓ Ｒ， Ｔｕｒｎｅｒ Ｂ 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ｏ Ｌ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 ／ Ｓｅｔｏ

Ｋ Ｃ， 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Ａ， ｅｄｓ．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Ｅｒ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１１９⁃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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